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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随着中国高速铁路网络的快速扩张和绿色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高铁作为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对城市绿

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日益凸显。 为探究高铁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采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９ 年 ２８０ 个地级

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创新性地整合双重差分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和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发

现：第一，高铁开通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技术创新“量质双升”。 第二，影响机制上，高铁开通通过促进生产性服务

业集聚带动城市绿色技术创新“量”和“质”的提升。 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影

响程度因城市的网络地位、规模、资源禀赋、市场化程度和城市群分布不同而各异。 第四，高铁网络对绿色技术创

新的促进作用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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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严峻，
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碳排放大国，正
在大力推动经济的绿色转型，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

碳中和、碳达峰目标。 在这一背景下，绿色技术创

新作为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环境污染的重要手

段，受到了广泛关注。 中国政府在“十四五”规划和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动

绿色技术创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

式。 这一目标不仅体现了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履行国际承诺的决心，也是实现国内生态文明建设

目标的必然要求。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

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升绿色技术创新

能力已经成为推动产业升级、优化能源结构和促进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任务。 在绿色创新领域，
２０１６－２０２３ 年，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及相关

组织的绿色低碳发明专利累计申请量和授权量分

别为 ３６３７ 件和 １６６４ 件，年均增速分别为 ２６．０％和

２１．３％，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年年均增速进一步提高至 ６５．４％
和 ４９．６％，这一增长趋势凸显了中国在绿色技术创新

领域的快速进步。
中国的高速铁路建设经过 ２０ 多年的快速发

展，已经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高

铁网络。 截至 ２０２３ 年，中国高铁运营里程已超过

４ 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的 ２ ／ ３ 以上，连接了

全国大部分省会城市和重要经济区。 高铁不仅大

幅缩短了城市间的通勤时间，还推动了区域经济

一体化，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

力。 在中国政府的“十四五”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

目标中，高铁作为国家战略性基础设施的重要组

成部分，被寄予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乡村振

兴、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使命。 在中国经济转

型的背景下，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不可

持续，推动绿色发展和创新成为应对资源环境约

束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高铁网络的扩



展不仅仅是物理空间上的连接，更是技术、信息和

知识的流动通道，有助于推动各城市间的技术扩

散和创新合作。 因此，在中国积极推进交通强国

建设和经济高质量转型的双重背景下，探讨能否

以高铁建设为切入点助力国内大循环，提升绿色

技术创新水平具有深刻意义。 本文旨在解决以下

问题：首先，高铁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影响

程度如何？ 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是否是验证高铁

开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关键机制变量？ 其次，这
种影响效果是否存在异质性？ 最后，考虑到高铁的

社会网络特征，各城市高铁运营程度的差异是否会影

响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以及这种差异是否会产生空间

溢出效应。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本文基于城市角度从

开通与网络两个层面研究高铁对中国绿色技术的创

新效应，分析其理论机制提出相关假说并建立计量模

型进行检验，探究高铁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特征与趋

势，以期从相关结论中获得政策启示。
一、文献综述

绿色技术创新在技术创新基础上新增降低环

境污染、促进节能减排等特点，推动传统技术创新

转向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 外部环境和内部驱动

力是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Ｋａｒｉｍｉ Ｔａｋａｌ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 ［１］。 外部因素方面，以环境规制为主

的组合型政策安排是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因

素。 一方面，环境政策实施使得企业生产成本增

加，绿色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收益无法抵消环境规

制成本，导致创新水平较低，并可能产生“污染避

难所效应”（沈坤荣等，２０１７） ［２］。 另一方面，合理

有效的环境规制将导致创新补偿效应超过遵循成

本效应，从而提高企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邓玉萍等，２０２１） ［３］。 此外，地区集聚水平、数字

经济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会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水

平（林伯强等，２０１９；［４］ 李勇辉等，２０２１；［５］ 魏丽莉

等，２０２２；［６］刘敏楼等，２０２２［７］ ）。 聚焦微观企业内

部，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因素包括企业

的创新资源和内部治理水平（徐佳等，２０２０） ［８］。
关于高铁对创新的影响，既有研究重点关注

高铁开通的创新效应及其空间效应（Ｆａｎ ＆ Ｘｕ，
２０２３） ［９］。 卞元超等（２０１９）发现高铁开通后引致

的创新要素流动效应有助于区域创新水平的提

升；［１０］何凌云等（２０２０）则从微观企业层面揭示了

高铁对人力资本的运输效应，发现高铁开通促进

企业创新产出的提高；［１１］ 空间效应上，谭志雄等

（２０２２）利用空间双重差分方法，发现高铁的开通

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的创新水平产生了显著的

正向影响，并且还带来了空间溢出效应。［１２］ 然而，
随着中国新发展理念提出和实现“双碳”目标的内

在要求，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日益提升（Ｗａｎｇ
＆ Ｃａｉ，２０２０） ［１３］。 与此同时，高铁网络的形成与演

变改变了城市的地位，由“线”至“网”的联系对中

国经济格局产生新的影响。 当前，中国的高铁网

络已经覆盖了 ９３％以上的人口超过 ５０ 万的城市，
形成了基本完善的“八纵八横”网络格局。 因此，
探寻城市处于高铁网络中的位置对其绿色技术创

新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本研究从“量”和
“质”两个维度剖析绿色技术创新，考虑到绿色创

新技术质量的提升往往具有高风险性和长周期

性，因此高铁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

是否存在差异及其影响机制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大多从经济和政策两方

面因素分析绿色技术创新，部分文献对高铁的关

注延伸到区域创新效应及其空间溢出。 考虑到高

铁作为一种绿色交通方式与绿色技术创新存在密

切联系，目前多数研究只关注“高铁开通”的绿色

创新效应，忽略了高铁网络整体的区域影响。 高

铁促进了区域创新要素的重新布局，通过共享、匹
配、学习等机制形成集聚效应，增强了知识溢出效

应，实现了资源的帕累托优化，对城市绿色技术创

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此，本文创新性地从

“量”和“质”两个视角探讨高铁开通和高铁网络

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本地效应和邻地效应，以
期为更好地推动区域绿色发展提供政策依据。

相对于过去的研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

要表现在：第一，理论分析方面，从“量”和“质”两
个维度构建了高铁开通的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应

理论框架，并进一步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纳入分

析框架以研究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影

响机制。 第二，研究策略上结合多时点双重差分

法、连续双重差分法、社会网络分析法和空间计量

模型，从高铁开通和高铁网络两个层面分析高铁

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

应。 第三，实证分析中考虑了城市网络地位、城市

规模、城市资源禀赋、城市市场化程度和城市群特

征等多方面的异质性因素，以更准确地估计高铁

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高铁与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及质量水平

高铁的建设和运营为城市带来更多经济活动

９９经济·管理



和增长，提供了更广阔的消费市场和商机，扩大了

市场规模进而激发了技术创新和绿色产品开发的

动力。 此外，高铁开通有助于促进企业生产资源

的重新配置和贸易成本的降低。 作为绿色技术创

新活动的主体，企业可能会调整其区位选择，促使

高铁城市企业的数量增加和规模扩大，一方面区

位的重新变动可能导致企业的空间集聚，降低企

业的搜寻成本和信息成本，有效减少区域间信息

不对称程度（Ｃｈｅｎ ＆ Ｈａｌｌ，２０１１） ［１４］，促进企业绿

色创新研发投入的增加。 另一方面，面对企业的

搬迁行为，基于中国当前的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

的考核压力，地方政府可能出台更严格的环境规

章制度作为企业准入门槛，如江苏省苏州市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实施的《苏州工业园区建设项

目环境准入负面清单（２０２１ 版）》，明确提出禁止

进入的行业、工艺、产品和开发活动，促进了当地

的绿色发展。 这些政策会倒逼企业积极实施绿色

技术创新活动、开发新的绿色技术以进入该地区。
在市场竞争层面，高铁拓宽了消费者可选择的产

品范围，加剧了市场竞争程度。 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环境下，企业会选择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以提升

其核心竞争力。 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树立企业良

好的社会形象，还有利于获取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
从而降低治污成本和创新成本，并增加市场份额。

根据资源禀赋理论，创新资源的投入是确保

绿色创新活动、提高绿色创新产出和赋能绿色创

新效率的重要前提。 然而，由于地理位置和区位

条件的限制，初始绿色创新资源的分配是不均衡

的。 而高铁开通引发区域间时空压缩机制，有助

于消除要素流动性障碍，提高了城市之间的互联

性和可达性。 这有助于促进人才、资本、信息和知

识等创新要素在不同区域间的流动和再分配，优
化了绿色创新要素的空间分布，增强了区域的绿

色创新潜力，进一步提升了区域间绿色创新要素

的流动效率和匹配质量。 与传统的交通方式相

比，高铁具有客运量大、高速高效、安全等优势，能
更好地满足对时间敏感的高素质人才需求。 具备

较强创新能力和较高专业技能的高素质人才作为

知识和技术的重要载体，高铁开通有利于降低通

勤成本增强其流动性，推动先进的绿色生产理念

和创新技术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得到应用。 知识溢

出呈现出空间地理衰减特征，特别是对难以编码

化的隐性知识而言。 隐性知识的溢出通常需要进

行面对面的互动交流，高铁的开通使得异地隐性

知识溢出成为可能（Ｄ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 ［１５］，加快信

息、知识、技术扩散速度，企业可以通过高铁实现

线下技术交流、资源共享和合作研发 （吉赟等，
２０２０） ［１６］，进而促成绿色技术和知识的溢出，实现

跨城市的协作研发，提高了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

质量和效率。 绿色创新活动的开展离不开资金的

支持，地理位置影响目标公司信息的空间扩散，进
而通过交易成本和监管成本限制金融资源的流

动。 高铁开通有助于压缩城市间的时空距离，增
强投资双方面对面沟通和实地调研考察的灵活

性，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有助于提高异地风险投

资的成功率，为城市绿色创新活动提供资金保障。
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１ 和假设 ２：

假设 １：高铁开通有助于增加城市绿色技术创

新数量。
假设 ２：高铁开通有助于提升城市绿色技术创

新质量。
（二）高铁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机制

推动现代服务业优先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增

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 这其中推动

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是扩内

需、促就业和调结构的重要环节。 新经济地理学

和区位论认为，交通基础设施是影响企业区位选

择的重要因素，进而作用于产业空间布局。 高铁

的开通与建设有助于促进高素质劳动力在不同城

市间转移，此时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正是得益于

所形成的知识溢出效应和劳动力池效应（马红梅

等，２０２０） ［１７］。 集聚外部性通过规模效应和知识

溢出效应刺激城市绿色技术创新。 一方面，生产

性服务业通过提供技术、信息服务等专业要素以

及多元化的金融资源助推实现创新资源有效配

置。 此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规模效应实现

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共享，形成更

大的本地市场，有助于降低企业成本，扩大利润空

间，将资金投入至绿色技术创新研究环节，提高企

业绿色技术创新产出。 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产生了知识外溢效应，企业之间的密集互动

和紧密联系促进了知识的交流和传播，推动产业

内和产业间的跨领域合作，在此过程中各企业可

以通过合作共享研发成果、分担风险和共同开发

新技术，优化资源利用和能源效率，形成绿色产业

链，为企业生产工艺的绿色升级提供了可能，加快

绿色技术创新的推进（李勇辉等，２０２１） ［５］。 此外，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不同的城市对高铁的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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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效应产生不同的影响。 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态势越强的城市，规模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越

强，则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和创新网络效应更强，进
而有助于强化高铁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 鉴于

此，提出假说 ３：
假说 ３：高铁开通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

绿色技术创新，并随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差

异而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
（三）高铁网络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本地效应和

邻近效应

高铁网络作为一种新兴交通运输网络，降低

了劳动力的通勤成本、产品的运输成本、企业的交

流成本，极大地弱化了地理距离和行政力量对经

济要素流动的束缚，提高了城市的可达性，加强了

城市间的联系。 城市在高铁网络中所处地位越重

要，越有助于城市从高铁网络中的强关系和弱关

系中获取并吸引信息、知识、技术等隐性资源（丁
如曦等，２０２０） ［１８］；同时，中心性较高城市表明处

于高铁网络中较重要区位，有助于强化高铁网络

要素整合和匹配效应，提升高素质人才、知识等创

新要素在空间上的配置效率，进一步促进依赖隐

性知识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
高铁网络建设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张克中

等，２０１６） ［１９］。 一方面，高铁网络中心城市具有更

雄厚的经济基础、更尖端的科技水平和更庞大的

市场规模，容易吸引高素质人才、技术创新机构和

投资资金从周边城市流入到中心城市产生虹吸效

应，在强大的经济集聚效应下，中心城市形成创新

生态系统，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 另一方面，
高铁网络通过网络外部性发挥着扩散效应。 在高

铁网络的建设和不断完善的时代背景下，城市之

间形成更为紧密的创新网络和合作关系，绿色技

术创新的理念不断传播和凝聚，在这种网络中，城
市之间的互联性增强，信息和知识可以更快速地

传递和共享，绿色创新网络的正外部性加速知识

和技 术 跨 区 域、 跨 行 业 的 溢 出 （ 孙 文 浩 等，
２０２０） ［２０］，促进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合作和共同

进步；此外，高铁网络中心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激

励和示范效应（卞元超等，２０１９） ［１０］，增强了周边

其他城市参与绿色创新的意愿，激发绿色创新潜

力。 基于以上分析，分别提出假说 ４ 和假说 ５：
假说 ４：高铁网络中城市的中心性不同，其绿

色技术创新效应会有差异。
假说 ５：高铁网络对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的作用

程度具有空间相关性，既产生本地效应也存在邻

地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设定

１．被解释变量。
参考宋德勇等（２０２１）对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从

数量与质量两个维度进行衡量，［２１］ 考虑到在城市

层面展开研究，各城市绿色专利申请量因城市间

经济水平、创新资源、教育科技等因素不同会存在

规模差异，为剔除这种差异本文对其进行均值化

处理。 此外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专利分为三类，其
中发明专利相较于另外两类专利具有较高的新颖

性和创造性，体现了绿色创新的高质量维度。 因

此，这里用每万人绿色专利申请数量表征绿色技术创

新的数量水平（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用每万人绿色发明专利的

申请数量表征绿色技术创新的质量水平（Ｑｕａｌｉｔｙ ）。
２．核心解释变量。
城市高铁开通状况（ ＤＩＤ ）：将高铁开通视为

外生冲击事件，以虚拟变量形式表示。 若某城市

在上半年开通高铁，则将当年视为开通年份，取值

为 １；若该城市在当年下半年开通高铁，则将下一

年视为开通年份，取值为 １。
３．控制变量。
考虑到其他城市特征因素可能对绿色技术创

新水平造成影响，对以下变量加以控制：（１）区域

经济状况（ ｐｇｄｐ ）。 一般而言，较高的经济发展水

平可以提供更多资金等资源的支持，有助于推动

绿色技术的研发（刘敏楼等，２０２２） ［７］。 以 ２００３ 年

为基期对实际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进行平减，以此

衡量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 （２）城市规模（ ｐｏｐ ）。
较大的城市人口规模提供了更大的市场规模、创
新人才集聚效应和资源聚集效应，促成了更多的

创新活动开展和更高质量的创新成果产出。 以城

市年末总人口衡量城市规模（宋德勇等，２０２１）［２１］。
（３）对外开放水平（ ｆｄｉ ）。 对外开放水平对绿色技

术创新水平具有双重影响（魏丽莉等，２０２２） ［６］：一
方面，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外来绿色技术

的转移和创新网络建立，通过知识溢出促进绿色

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但另一方面，根据“污染天

堂”假说，中国早期鼓励外商投资政策聚焦于引入

高耗能高污染性产业，这种产业的技术锁定促使

技术创新难以向绿色节能方向转变。 本文利用美

元兑人民币的年平均汇率转换地区实际使用外资

额（亿美元），将其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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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开放水平。 （４） 产业结构水平 （ ｉｓ ）。 通常而

言，第三产业的发展污染量较小，其创新需求、知
识密集度和创新合作特点促进了绿色技术的研发

和应用，推动了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 借鉴李

勇辉等（２０２１）采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产值之

比测度产业结构水平。［５］ （ ５ ） 政府干预程度

（ ｇｏｖ ）。 一方面，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为绿色

技术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过度的政

府干预不利于市场机制的运行，阻碍了绿色技术

创新活动开展。 此处采用地方财政支出占地区生

产总 值 比 重 衡 量 政 府 干 预 程 度 （孙 文 浩 等，
２０２０） ［２０］。

（二）模型设定

１．高铁开通的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应模型设定

高铁线路的布局与规划是由国家层面自上而

下进行的交通网络设计，主要连接区域中心城市。
其他许多非中心城市是否接受高铁线路的连接取

决于它们是否位于中心城市的高铁连接线上，与
其经济条件和环境水平的关系不大。 因此，可将

高铁开通视为准自然实验。 考虑到各城市高铁开

通时间不一致，参考 Ｌｉｎ（２０１７） ［２２］ 构建多时点双

重差分模型（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ＤＩＤ）作

为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Ｙｉｔ ＝ α ＋ β ＤＩＤｉｔ ＋ γ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μｉ ＋ ηｔ ＋ εｉｔ （１）

其中， Ｙｉｔ 为被解释变量，即 ｉ 城市 ｔ 年的绿色

技术创新数量（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和质量（ Ｑｕａｌｉｔｙ ）。 ＤＩＤｉｔ

为核心解释变量，描述城市ｉ 在ｔ 年是否开通高铁。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为控制变量集合，包含其他可能影响绿色

技术创新的因素。 μｉ 为城市固定效应， ηｔ 为年份

固定效应， εｉｔ 为随机扰动项。 估计系数 β 衡量了

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在高铁开通前后的平均处理效

应。 在实证回归时，为弱化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

差或偏态性以及更易于经济上的弹性分析，除虚

拟变量外，其他变量均取对数（下同）。
２．高铁网络的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应模型设定

基准回归模型仅关注城市之间有无高铁开通

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而在开通高铁的城市之

间，基于高铁网络交通地位等城市独特属性特征

的不同所带来的高铁开通强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

处理效应并未予以考虑，鉴于交通基础设施的网

络效应和不同城市间高铁建设运营程度的差异，
可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测度高铁网络中心性，继而将

高铁网络中心性指标（Ｃｅｎ）引入基准模型构建连续

双重差分模型分析高铁网络中不同节点城市地位如

何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相应估计模型如下：
　 　 Ｙｉｔ ＝ α ＋ β ＤＩＤｉｔ × Ｃｅｎｉｔ ＋ γ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μｉ ＋ ηｔ ＋ εｉｔ （２）
高铁网络度中心性和加权度中心性的具体衡

量方法如下：
度中心性（ ＤＣ ）是指与该节点直接相连节点

形成的边数量，节度中心性越大，则说明该节点的

核心性越强，反映网络中节点城市与其他城市之

间的交往能力。 而加权度中心性（ＷＤＣ ）则是将

与该节点相连节点的边赋予权重，然后通过将所

有相连边所赋权重的加总得到，加权度中心性同

时衡量节点的影响力广度和强度，体现了节点的

重要性。 设 ａｉｊ 为该节点与其余 ｎ－１ 个节点的关

系，若与之有相连的边即为 １，若不相连即为 ０，本
文采取的权重为城市节点之间高铁服务频次，设
ｗ ｉｊ 为边的权重，代表城市 ｉ 和城市 ｊ 之间高铁服务

频次，ｎ 为城市节点的数量，Ｎ 为所有高铁服务频

次总和，度中心性为 ＣＤ ｃｉ( ) ，加权度中心性为

ＣＷＤ ｃｉ( ) ，则

ＣＤ ｃｉ( ) ＝
∑ ｎ－１

ｊ ＝ １
ａｉｊ

ｎ
（３）

ＣＷＤ ｃｉ( ) ＝
∑ ｎ－１

ｊ ＝ １
ａｉｊ × ｗ ｉｊ

Ｎ
（４）

３．高铁网络的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空间效应模

型设定。
考虑到高铁网络中各城市之间彼此空间关联

性以及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基于高铁网络中心

性构建空间双重差分模型分析高铁网络对绿色技

术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 由于空间杜宾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ｕｒｂｉｎ Ｍｏｄｅｌ， ＳＤＭ）模型可有效处理空间

数据的自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以提高预测和解释

精度，故构建 ＳＤＭ 模型如下：
　 Ｙｉｔ ＝ α ＋ ρＷ Ｙｉｔ ＋ β１ ＤＩＤｉｔ × Ｃｅｎｉｔ ＋ γ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Ｗβ２ ＤＩＤｉｔ × Ｃｅｎｉｔ ＋ Ｗ γ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μｉ ＋ ηｔ ＋ εｉｔ

（５）
其中， Ｙｉｔ 为被解释变量，即绿色技术创新的

数量（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和质量（ Ｑｕａｌｉｔｙ ）； ρ 为空间自回

归系数； Ｗ 为经济地理嵌套空间权重矩阵； ＤＩＤｉｔ

× Ｃｅｎｉｔ 为高铁开通变量与中心性指标的交互项，
其中 Ｃｅｎｉｔ 包括度中心性（ ＤＣ ）和加权度中心性

（ＷＤＣ ），衡量高铁网络中城市地位的变动；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是与基准回归模型中一致的控制变量；
β２ 、 γ２ 表示空间滞后项的估计系数； μｉ 为城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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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效应， ηｔ 为时间固定效应， εｉｔ 为随机误差项。
（三）数据来源

本文被解释变量的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

务平台（ＣＮＲＤＳ）绿色专利数据库，包括城市绿色

专利申请数量、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 其余数

据来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个别缺失值数

据结合地方统计年鉴、ＥＰＳ 数据库或采用线性插

值法进行补齐。 为了最大限度构建平衡面板数据

集，剔除数据严重缺失的拉萨市等，以及安徽省巢

湖市和贵州省毕节市、铜仁市等一系列因行政区

划调整导致数据出现明显缺失的地级市，最终选

取的研究样本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９ 年 ２８０ 个城市，其中

１９７ 个城市在样本考察期间开通了高铁。 各主要

变量定义情况及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绿色技术创新数量 ４７６ ０ ０．３８８ ０．５３３ ０．００４ ２．５９０

Ｑｕａｌｉｔｙ 绿色技术创新质量 ４７６ ０ ０．２２１ ０．３８１ ０ １．９８７

ＤＩＤ 高铁开通 ４７６ ０ ０．２５７ ０．４３７ ０ １

ｐｇｄｐ 经济发展水平 ４７６ ０ ９．９４０ ０．７６１ ８．１９６ １１．６２５

ｐｏｐ 城市规模 ４７６ ０ ５．８６６ ０．６７２ ３．８５０ ７．１５４

ｆｄｉ 对外开放水平 ４７６ 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９９

ｉｓ 产业结构水平 ４７６ ０ ０．６１６ ０．２０４ ０．２１３ １．３３６

ｇｏｖ 政府干预程度 ４７６ ０ ０．１４９ ０．０６８ ０．０５４ ０．４０４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高铁开通的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基准

回归结果

表 ２ 报告了高铁开通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与质量（Ｑｕａｌｉｔｙ ）影响效应的基准回归

结果。 其中，第（１）（２）列未纳入控制变量仅考虑

固定效应；第（３）（４）列同时纳入控制变量和固定

效应。 从回归结果来看，列（１）和（２）显示变量

ＤＩＤ 系数在 １％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这表明高铁开

通有助于推动绿色技术创新 “量质双升”。 列

（３）、列（４）纳入控制变量后ＤＩＤ 系数变小但是仍

然显著，缓解了遗漏变量造成的误差，验证了结果

的稳健性。 平均而言，高铁开通能够提升城市绿

色技术创新数量水平约 １３． ９％、 质量水平约

１２．２％，假说 １ 和 ２ 得证。 横向对比而言，高铁开

通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驱动作用高于绿色技术

创新质量。 具体而言，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提升

往往具有更高的风险性、更长的周期性和更强的

创造性，因此，基于创新动力与创新导向的差异、
技术成熟度与风险偏好的不同以及创新目标与长

期效益的考虑不同，高铁开通对于绿色技术创新

质量的影响程度相较于数量层面更小。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ＩＤ ０．２２７∗∗∗

（０．０３０）
０．１９２∗∗∗

（０．０２５）
０．１３９∗∗∗

（０．０２３）
０．１２２∗∗∗

（０．０１９）

ｐｇｄｐ －０．４０３∗∗∗

（０．０６３）
－０．３００∗∗∗

（０．０５０）

ｐｏｐ ０．４８７∗∗

（０．２４５）
０．５６４∗∗∗

（０．１８４）

ｆｄｉ －２．６８９∗∗∗

（０．６８７）
－２．０９０∗∗∗

（０．５８９）

ｉｓ ０．１５６∗∗

（０．０７５）
０．１０５∗

（０．０６１）

ｇｏｖ －３．２７４∗∗∗

（０．３１７）
－２．３４２∗∗∗

（０．２６３）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Ｒ２ ０．８２４ ０．７６１ ０．８６７ ０．８１２

　 注：∗、∗∗、∗∗∗分别代表 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城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下同

　 　 控制变量方面，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显著为

负，可能因为经济增长是对短期利益的过度追求，
忽视了长期的环境可持续性和绿色技术创新的重

要性；同时经济发展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一定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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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路径依赖，不利于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和产业

结构。 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

发展具有一定驱动作用；而对外开放水平和政府

干预程度则产生了负向效应，与预期一致。
（二）平行趋势检验

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的重要假设前提是

高铁开通前处理组和控制组具有相同的变化趋

势，以确保平行趋势检验假设成立。 由于各城市开

通高铁的年份各不相同，因此需要为不同处理组城市

设置高铁开通的相对时间值虚拟变量。 可采用事件

分析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Ｙｉｔ ＝ α ＋ βｎ∑
６

ｎ⩾－７
ＤＩＤｉ，ｐｏｌｉｃｙ＋ｎ ＋ 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μｉ ＋ ηｔ

＋ εｉｔ （６）

上式中， ＤＩＤｉ，ｐｏｌｉｃｙ＋ｎ 为政策实施窗口，表示高

铁开通这一事件相对时间值的虚拟变量。 如图 ２
所示，在政策窗口期内，高铁开通前所有回归系数

均不显著，这表明平行趋势假设成立。 此外，在高

铁开通的动态效应方面，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当年

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开始显著为正且随着时间

推移系数逐步变大、影响程度逐步攀升，表明高铁

开通具有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数量与质量提升的政

策效应。 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高铁网络的逐步

完善，其相较于其他交通方式的比较优势日益凸

显，城市间往来频率增加，区域交流范围扩大，企
业合作更加频繁，高铁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不断

扩大。

（ａ）绿色技术创新数量为被解释变量　 　 　 　 　 　 　 （ｂ）绿色技术创新质量为被解释变量

图 ２ 高铁开通的平行趋势检验

注：空心点的上下虚线表示 ９５％的置信区间。

　 　 （三）稳健性检验

１．更换模型设定：ＰＳＭ－ＤＩＤ
尽管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分离出了高铁

开通的平均处理效应，但若高铁开通前的处理组

和控制组城市的可观测特征变量存在显著差异，
则可能造成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估计是有偏的。
为了进一步解决样本自选择偏误性问题，先分别

采用截面倾向得分匹配法（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

ｈｉｎｇ， ＰＳＭ）和逐年倾向得分匹配法两种匹配方法

（白俊红等，２０２２） ［２３］，之后再采用多时点双重差

分模型重新估计高铁开通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与

质量的影响效应。 表 ３ 中第（１）（２）列显示了截面

ＰＳＭ－ＤＩＤ 的回归结果，第（３） （４）列显示了逐年

ＰＳＭ－ＤＩＤ 的回归结果，两者均表明高铁开通显著

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数量与质量的提升，与基准

回归结果大致相当，证实了结果的稳健性。
表 ３　 稳健性检验结果 １

变量
截面 ＰＳＭ 逐年 ＰＳＭ

（１） （２） （３） （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ＩＤ ０．１０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８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７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６３∗∗∗

（０．０１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４３９ ２ ４３９ ２ ３９３ ８ ３９３ ８

Ｒ２ ０．８６４ ０．８０５ ０．８６９ ０．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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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替换模型的被解释变量

以城市当年绿色专利申请总量和绿色发明专

利申请总量分别作为新的被解释变量进入多时点

双重差分模型模型参与回归。 表 ４ 中第（１）、（２）
列回归结果显示，ＤＩＤ 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高铁

开通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量质双升”的结论较

为稳健。
３．考虑异质性处理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以上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的处理效应是

基于隐含的“同质性处理效应”假定，但是由于双

向固定效应估计的处理效应在不同处理组间或者

不同处理时点下通常存在异质性，可能会导致产

生显 著 的 潜 在 估 计 偏 误 （ Ｄｅ Ｃｈａｉｓｅｍａｒｔｉｎ ＆
Ｄ'Ｈａｕｌｔｆｏｅｕｉｌｌｅ， ２０２０） ［２４］。 为此，参考沈坤荣等

（２０２３）计算了“异质性—稳健”估计量来进行异

质性处理效应下的稳健性检验，［２５］ 该方法可在多

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设置中提供一个定义良好的处

理效果参数，计算出以“未受处理组”为控制组、以
所有组所有时期为估计的组别—时期处理效应结

果，尽管该方法在回归中丢失大量样本，但具有适

用性和灵活性，表 ４ 第（３）和（４）列的估计结果显

示，两者的平均处理效应仍显著为正。
表 ４　 稳健性检验结果 ２

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异质性—稳健”估计量

（１） （２） （３） （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ＩＤ ２２９．０８７∗∗∗

（６７．８７７）
１２９．７０４∗∗∗

（３７．９５３）
０．６０１∗∗∗

（０．１２１）
０．３３０∗∗∗

（０．０７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３１５ ２ ３１５ ２

Ｒ２ ０．６１２ ０．５９７ － －

　 　 ４．安慰剂检验

通过双重随机的方法进行安慰剂检验。 参考

白俊红等（２０２２） ［２３］ 的方法先随机打乱城市高铁

开通时点，之后从所有样本中随机抽取与原处理

组中高铁开通相同城市数量的样本，从而构建政

策时 点 与 城 市 均 随 机 化 的 ５００ 组 虚 拟 变 量

ＤＩＤｒａｎｄｏｍ ，以避免小概率因素对上述估计结果

的干扰。 根据图 ３ 中 ５００ 个随机化的 ＤＩＤ 伪回归

系数 βｒａｎｄｏｍ 的核密度及其 Ｐ 值的分布可以发

现：随机处理后的系数估计值基本服从以 ０ 为均

值的正态分布，核心解释变量的真实估计值显著

差异于安慰剂测试结果，且 Ｐ 值绝大多数高于

１０％，这表明双重随机处理后，高铁开通的两种政

策效应在显著性和作用强度上均存在大幅削减，
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结果由不可观测因素

所驱动的可能性不大，证明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ａ）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安慰剂检验　 　 　 　 　 （ｂ）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安慰剂检验

图 ３　 　 随机处理后的系数估计值分布

注：Ｘ 轴为 ５００ 次随机生成的ＤＩＤｒａｎｄｏｍ 估计系数。 空圈为估计系数的 Ｐ 值，实线为估计系数的核密度分布；右侧垂线为实际政策的估

计系数。

　 　 ５．剔除其他政策的干扰

在样本的观测期内，为了避免国家实施的智

慧城市试点政策、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和创业型城

市试点政策可能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影响，本文

在基准回归模型中依次加入智慧城市政策试点

（ＳＣＰＰ）、低碳城市政策试点（ＬＣＰＰ）、创新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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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试点（ ＩＣＰＰ）的年份虚拟变量，表 ５ 回归结果

显示，依次加入三种政策后，会对高铁开通的绿色

技术创新处理效应产生一定的稀释作用，但是基

准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意味着同期其他绿色

技术创新相关的重要政策的出台并未对估计结果

造成重大偏误。
表 ５　 稳健性检验结果 ３

变　 　 量

智慧城市政策 低碳城市政策 创新型城市政策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ＩＤ ０．１３０∗∗∗

（０．０２３）
０．１１５∗∗∗

（０．０１９）
０．１３５∗∗∗

（０．０２３）
０．１１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９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８０∗∗∗

（０．０１８）

ＳＣＰＰ ０．１７５∗∗∗

（０．０５９）
０．１３７∗∗

（０．０５７）

ＬＣＰＰ ０．０７８∗∗

（０．０３３）
０．０９０∗∗∗

（０．０２８）

ＩＣＰＰ ０．３９４∗∗∗

（０．０４２）
０．３４１∗∗∗

（０．０３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Ｒ２ ０．８７０ ０．８１５ ０．８６８ ０．８１５ ０．８８８ ０．８４３

　 　 （四）内生性分析

城市高铁开通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自然实验，
高铁开通会受到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一般而

言经济体量较大、政治定位较高的城市更容易开

通高铁，而经济发展程度和国家政策支持力度会

进一步影响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程度，因此存在一

定的反向因果问题，可采用工具变量法克服这一

内生性问题。 考虑将城市地形起伏度与时间趋势

项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林伯强等，２０１９） ［４］，一
方面，一般而言城市地形起伏度越大越不利于高

铁开通，二者存在负相关关系；另一方面地形起伏

度作为地理变量，难以影响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

平，因此工具变量的选取符合标准。
表 ６ 报告了工具变量 ２ＳＬＳ 的回归结果，其中

第（１）列显示了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城市地形

起伏度与高铁开通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证
实了城市地形起伏度越大越不利于高铁修建；第
（２）（３）列分别展示对不同被解释变量的第二阶

段回归结果，两者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考虑内生

性问题后的回归结果仍然表明高铁开通具有绿色

技术创新“量质双升”效应，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表 ６　 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

变　 　 量

（１） （２） （４）

第一阶段回归 ＩＶ（２ＳＬＳ） ＩＶ（２ＳＬＳ）

ＤＩ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ＩＤ ０．４８０∗∗

（０．２２７）
０．５３６∗∗∗

（０．１９５）

Ｇｅｏ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

ＫＰ－ＬＭ 统计量 １２．４４１∗∗∗ １２．４４１∗∗∗ １２．４４１∗∗∗

Ｃ－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９１．７９４

｛１６．３８０｝
９１．７９４

｛１６．３８０｝
９１．７９４

｛１６．３８０｝

Ｆ 值 １４．０６０ ２８．９１０ ２１．７６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注：｛｝内为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 弱识别检验在 １０％水平上的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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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作用机制检验

为检验前文所提出的高铁开通影响绿色技术

创新的作用机制，参考吕越等（２０２３） ［２６］ 建立计量

模型，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进行检验。 以就

业密度 ＩＣ ｉｔ ＝ ｘｉｔ ／ ａｒｅａｉｔ 作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

度的代理指标，其中 ｘｉｔ 表示ｔ 年城市 ｉ 生产性服务

业的就业人数， ａｒｅａｉ 表示ｔ 年城市ｉ 的行政土地面

积，建立以下模型进行作用机制检验：
ＩＣ ｉｔ ＝ α ＋ β ＤＩＤｉｔ ＋ γ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μｉ ＋ ηｔ ＋ εｉｔ

（７）
Ｙｉｔ ＝ α ＋ β ＤＩＤｉｔ ＋ ϑ ＤＩＤｉｔ × ＩＣ ｉｔ ＋ ζ ＩＣ ｉｔ ＋ γ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μｉ ＋ ηｔ ＋ εｉｔ （８）
表 ７ 报告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的检验结

果。 第（１）（２）列结果表明，不管是否纳入控制变

量，高铁开通都有利于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第（３）（４）列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提

高有助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提升，同时交

互项 ＤＩＤ×ＩＣ 显著为正，说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

度较高的城市，高铁开通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水

平提升越多。 根据第（５）（６）列结果显示，随着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的提升，城市绿色技术创新

质量也显著提高，交互项 ＤＩＤ×ＩＣ 显著为正也表明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较高的城市在高铁开通影

响下绿色技术创新质量水平提高也更多。 假说 ３
得证。

表 ７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ＩＣ ＩＣ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ＩＤ ２．４８５∗∗∗

（０．５１５）
１．３０８∗∗∗

（０．３２７）
０．１６０∗∗∗

（０．０２４）
０．１１３∗∗∗

（０．０２１）
０．１３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９７∗∗∗

（０．０１６）

ＩＣ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３）

ＤＩＤ×ＩＣ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Ｒ２ ０．９２３ ０．９３１ ０．８７０ ０．８９０ ０．８３６ ０．８５５

　 　 （六）异质性分析

１．高铁网络城市特征的异质性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交通基础设施的改

善在塑造城市的经济地位和发展格局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 这里将“四纵四横”战略上的 ２８ 个重要

节点城市定义为“中心城市”，定义其值为 １，其余

则为 ０。 在此基础上，将高铁网络中城市特征的虚

拟变量（Ｃｅｎｔｅｒ）与高铁开通虚拟变量（ＤＩＤ）的交

互项引入基准回归模型，结果如表 ８ 中第（１） （２）
列所示。 交互项系数 ＤＩＤ×Ｃｅｎｔｅｒ 在 １％的显著性水

平上为正，表明高铁开通对中心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

数量与质量的提升更强。 相较于一般外围城市，中心

城市是重要的交通运输节点城市，运输成本、通勤成

本更低，同时其经济水平、基础设施等各方面条件相

对更为优越，有助于人才和创新资源的集聚，促进城

市绿色技术创新的数量与质量的提升。
２．城市规模的异质性

从城市规模特征看，高铁开通是否会因为城

市规模的不同而显示出差异化的政策效果？ 根据

国务院 ２０１４ 年《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

知》以城区常住人口 １００ 万作为分界线，将城市分

为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将大城市赋值为 １，中小城

市赋值为 ０。 在此基础上，通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

加入城市规模虚拟变量（Ｓｃａｌｅ）与高铁开通虚拟变

量（ＤＩＤ）的交互项，探讨高铁开通的政策效果是

否因城市规模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 表 ８ 第（３）
（４）列报告了城市规模异质性分析结果，ＤＩＤ ×
Ｓｃａｌｅ 系数显著为正体现了高铁开通对大城市绿色

技术创新“量质双升”的效应更强。 相较于中小城

市，大城市通常拥有庞大的人口和市场规模，更多

的研发机构、高等教育机构和创新企业，能为绿色

技术创新提供更大的市场需求、为创新活动和知

识交流提供更丰富的资源与机会，促进了绿色技

术创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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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异质性分析结果 １

变量

城市网络特征 城市规模

（１） （２） （３） （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ＩＤ×Ｃｅｎｔｅｒ ０．３６１∗∗∗

（０．０６８）
０．３４３∗∗∗

（０．０６０）

ＤＩＤ×Ｓｃａｌｅ ０．３２２∗∗∗

（０．０４９）
０．２７８∗∗∗

（０．０４３）

控制变量及低次项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Ｒ２ ０．８７６ ０．８２７ ０．８７９ ０．８２９

　 　 ３．城市资源禀赋的异质性

城市资源禀赋不同，企业的技术选择也会存

在差异，高铁开通的政策效应是否会随着城市资

源禀赋不同而存在差异？ 根据国务院 ２０１３ 年《全
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
将资源型城市赋值为 １，其余城市赋值为 ０。 同时

通过构造城市资源禀赋虚拟变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和高

铁开通虚拟变量（ＤＩＤ ）的交互项加入基准回归模

型重新估计。 表 ９ 第（１） （２）列结果表明，ＤＩ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高铁开通并未对

资源型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产生促进作用。
可能原因是资源型城市经济主要依赖于资源开采

和加工，绿色技术创新在经济结构中占比较小，且
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技术路径依赖，集中

于传统的资源开采和加工技术，缺乏绿色技术创

新的动力。

４．城市市场化程度的异质性

市场化程度影响企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创新水

平，不同水平的市场化程度是否会影响高铁开通

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 采用樊纲市场化指数来衡

量市场化程度，以高铁开通前各城市市场化程度

均值为界设置市场化程度虚拟变量（Ｍａｒｋｅｔ），即
高于市场化程度均值的城市赋值为 １，等于或低于

市场化程度均值的城市赋值为 ０。 估计结果如表

９ 第（３）（４）列所示。 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 ＤＩＤ×
Ｍａｒｋｅｔ 显著为正，这表明高铁开通对绿色技术创

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在高市场化程度城市更为明

显。 较高的市场化程度城市拥有更高的竞争驱动

力、更多的创新投资和要素支持、更完善的激励机

制和知识产权保护、更有利的政策环境和市场导

向，为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

环境。
表 ９　 异质性分析结果 ２

变量

资源型城市 市场化程度

（１） （２） （３） （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Ｉ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１．１９５∗∗

（０．５７１）
－１．１４３∗∗

（０．４９０）

ＤＩＤ×Ｍａｒｋｅｔ ０．１２９∗∗

（０．０５１）
０．１２６∗∗∗

（０．０４５）

控制变量及低次项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Ｒ２ ０．８６９ ０．８１４ ０．８６９ ０．８１５

　 　 ５．城市群的异质性

高铁网络在不同城市群之间的建设规模和密

度存在差异，同时各城市群内部的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和资源集聚程度等也各不相

同。 本文选择了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五个城市群，
包括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和长江中游城

市群，采用了不同城市群的虚拟变量与高铁开通

的交互项方法，来检验高铁对不同城市群绿色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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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的异质性影响。 异质性回归结果见表 １０
和表 １１。 表 １０ 第（１）至（４）列回归结果说明城市

群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体现了高铁开通对绿色

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两个城市

群更为明显。 而表 １１ 第（１）至（６）列中，高铁对京

津冀、成渝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影响效果为负，但
是回归结果不显著。

究其原因，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区域一体

化程度更高、高铁网络建设密度更大，同时具有一

定优势产业基础，高铁开通有助于创新网络的进

一步形成和人才的流动，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的协同发展。 相反，京津冀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

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发展差异较大，区域一体化

程度相对较弱，高铁网络建设进一步加强了极化

效应，创新要素和人才资源进一步集中到区域内

少数发达城市，区域内部差距进一步扩大，造成高

铁开通对城市群绿色技术创新提升效应较弱甚至

可能会出现负面影响。
表 １０　 异质性分析结果 ３：城市群

变量

长三角城市群 珠三角城市群

（１） （２） （３） （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ＩＤ×长三角 ０．５４２∗∗∗

（０．０６５）
０．４９０∗∗∗

（０．０６２）

ＤＩＤ×珠三角 ０．２６２∗∗

（０．１２７）
０．２９７∗∗∗

（０．１１４）

控制变量及低次项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Ｒ２ ０．８８４ ０．８３８ ０．８６９ ０．８１５

表 １１　 异质性分析结果 ４：城市群

变量

京津冀城市群 成渝城市群 长江中游城市群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ＩＤ×京津冀
－０．０７１
（０．０９５）

－０．１０２
（０．０８３）

ＤＩＤ×成渝
－０．０７８
（０．１１８）

－０．０２０
（０．１０３）

ＤＩＤ×长江中游
－０．０３２
（０．０６１）

－０．０７７
（０．０５４）

控制变量及低次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Ｒ２ ０．８６７ ０．８１２ ０．８６７ ０．８１２ ０．８６７ ０．８１２

　 　 五、高铁网络的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应检验

（一）高铁网络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检

验分析

表 １２ 第（３）至（６）列汇报了高铁网络度中心

性和加权度中心性对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处理效

应。 结果显示，回归系数ＤＩＤ×ＤＣ 和ＤＩＤ×ＷＤＣ 显

著为正，且对比基准回归模型中第（１） （２）列的系

数值可以发现，随着城市高铁网络度中心性和加

权度中心性提升，高铁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数量

与质量的提升效应不断加强，处理效应远大于高

铁开通“有无”影响的处理效应。 具有较高度中心

性和加权度中心性的城市意味着处于高铁网络枢

纽中的重要地位，连接城市更多、运营能力更强、
辐射范围更广，有助于更多的人才、资本、技术等

要素再配置，整合优质创新资源、增强知识和技术

溢出效应进而推动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大幅

提高。 假说 ４ 得证。

９０１经济·管理



表 １２　 高铁网络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变量

基准 ＤＩＤ 连续 ＤＩ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ＩＤ ０．１３９∗∗∗

（０．０２３）
０．１２２∗∗∗

（０．０１９）

ＤＩＤ×ＤＣ １．４９１∗∗∗

（０．１４９）
１．３２９∗∗∗

（０．１３０）

ＤＩＤ×ＷＤＣ ０．７３４∗∗∗

（０．１０２）
０．６６１∗∗∗

（０．０９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Ｒ２ ０．８６７ ０．８１２ ０．８８１ ０．８３３ ０．８７７ ０．８２７

　 　 （二）高铁网络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空

间效应分析

　 　 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与质量水平指标是否具

有空间效应的分析是使用空间计量模型的重要前

提。 本文引入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考察在经济地理嵌套

空间权重矩阵下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空间依赖

性，结果如表 １３ 所示。 观察发现，样本期内除绿

色技术创新质量全局莫兰指数在前两年未通过显

著性检验外，剩余变量均显著为正，在 １％的统计

水平下拒绝无空间自相关的原假设，由此可以认

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存在空间依赖特征。
表 １３　 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全局自相关检验

年份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２００３ ０．０５４∗∗∗ ０．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０．０６７∗∗∗ ０．００９∗∗

２００５ ０．１００∗∗∗ ０．０３６∗∗∗

２００６ ０．０９３∗∗∗ ０．０４０∗∗∗

２００７ ０．１１５∗∗∗ ０．０６１∗∗∗

２００８ ０．１２５∗∗∗ ０．０７３∗∗∗

２００９ ０．１３１∗∗∗ ０．０８９∗∗∗

２０１０ ０．１４９∗∗∗ ０．１３１∗∗∗

２０１１ ０．１４９∗∗∗ ０．１１８∗∗∗

２０１２ ０．１５４∗∗∗ ０．１３２∗∗∗

２０１３ ０．１４３∗∗∗ ０．１２４∗∗∗

２０１４ ０．１５２∗∗∗ ０．１４１∗∗∗

２０１５ ０．１５７∗∗∗ ０．１５０∗∗∗

２０１６ ０．１５２∗∗∗ ０．１５１∗∗∗

２０１７ ０．１５５∗∗∗ ０．１６１∗∗∗

２０１８ ０．１５６∗∗∗ ０．１５９∗∗∗

２０１９ ０．１３６∗∗∗ ０．１３２∗∗∗

　 　 注：∗、∗∗、∗∗∗分别代表 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

其次，在选择空间计量模型时， ＬＲ 检验和

Ｗａｌｄ 检验结果显示，空间杜宾模型不能退化为空

间滞后模型或空间误差模型；再经过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

验、效应检验后，最终选定时空双固定的空间杜宾

模型。 表 １４ 中空间杜宾模型第（１）至（４）列显示，
与连续双重差分模型回归结果一致，高铁网络有

助于促进本地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同时发现

若忽略城市间的绿色技术创新空间相关性因素将

高估高铁网络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空间自回

归系数 ρ 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本地城市

与邻近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存在着密切关

系；中心性空间滞后项系数（ Ｗ×ＤＩＤ×ＤＣ 和Ｗ×
ＤＩＤ×ＷＤＣ ）显著为正，说明高铁网络的建设中节

点城市对于周边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具有显

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三）高铁网络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空

间效应分解

表 １４ 中报告的空间溢出效应是全局效应而

非局部效应，而在此基础上其产生的点估计结果

分析空间溢出效应会存在一定问题 （ Ｅｌｈｏｒｓｔ，
２０１４） ［２７］，需进一步基于偏导数分解得到平均直接

效应、平均间接效应和平均总效应，结果见表 １５。
由表 １５ 估计结果可知，高铁网络度中心性和加权度

中心性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显著为

正。 其中直接效应系数均略高于空间杜宾模型中

的回归系数，因为直接效应中还涉及“反馈效应”，
即高铁网络的构建促进绿色知识与技术溢出到邻

近地区，有助于其绿色创新水平提高，而这些地区

绿色创新技术又会通过溢出效应进而影响本地的

绿色创新。 高铁网络度中心性和加权度中心性的

间接效应显著为正，表明其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

应，即当地高铁网络中城市中心性的提升有助于邻

近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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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４　 高铁网络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计量结果

变量

度中心性 加权度中心性

（１） （２） （３） （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ＩＤ×ＤＣ １．０６３∗∗∗

（０．０５９）
１．０６１∗∗∗

（０．０５１）

ＤＩＤ×ＷＤＣ ０．５０３∗∗∗

（０．０３３）
０．５１０∗∗∗

（０．０２９）

ｐｇｄｐ －０．３５２∗∗∗

（０．０２３）
－０．２４９∗∗∗

（０．０２０）
－０．３５１∗∗∗

（０．０２４）
－０．２４９∗∗∗

（０．０２０）

ｐｏｐ ０．１７８∗∗∗

（０．０５５）
０．３１２∗∗∗

（０．０４７）
０．１２１∗∗

（０．０５６）
０．２５４∗∗∗

（０．０４８）

ｆｄｉ －１．１９９∗∗∗

（０．２５１）
－０．８４９∗∗∗

（０．２１５）
－１．４３９∗∗∗

（０．２５３）
－１．０８２∗∗∗

（０．２１７）

ｉｓ ０．１０６∗∗∗

（０．０３５）
０．０７２∗∗

（０．０３０）
０．１２１∗∗∗

（０．０３６）
０．０８６∗∗∗

（０．０３１）

ｇｏｖ －２．６８６∗∗∗

（０．１２２）
－１．８８４∗∗∗

（０．１０５）
－２．６９７∗∗∗

（０．１２４）
－１．８９６∗∗∗

（０．１０６）

Ｗ×ＤＩＤ×ＤＣ ２．５４５∗∗∗

（０．３１３）
１．３７５∗∗∗

（０．２６０）

Ｗ×ＤＩＤ×ＷＤＣ ２．０１８∗∗∗

（０．２３５）
１．２１９∗∗∗

（０．１９８）

Ｗ×ｐｇｄｐ －０．４５７∗∗

（０．１９３）
－０．４５８∗∗∗

（０．１６５）
－０．３４８∗

（０．１９４）
－０．３９４∗∗

（０．１６６）

Ｗ×ｐｏｐ ０．６４４∗∗

（０．３０３）
０．６１３∗∗

（０．２６５）
０．６１０∗∗

（０．３０７）
０．５８１∗∗

（０．２６８）

Ｗ×ｆｄｉ －０．１６９
（１．８５１）

－０．４２８
（１．５８３）

－４．１１７∗∗

（１．８５７）
－３．２２４∗∗

（１．５８３）

Ｗ×ｉｓ ０．０４０
（０．３１３）

－０．１０７
（０．２６８）

０．６２８∗∗

（０．３０８）
０．３１２

（０．２６４）

Ｗ×ｇｏｖ －４．２１６∗∗∗

（１．０８０）
－２．７１３∗∗∗

（０．９０５）
－２．０３４∗

（１．０７６）
－１．１２４
（０．９０９）

ｐ ０．３００∗∗∗

（０．０８０）
０．３００∗∗∗

（０．０７７）
０．３００∗∗∗

（０．０８１）
０．３００∗∗∗

（０．０８０）

ｓｉｇｍａ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１）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Ｒ２ ０．１６３ ０．０７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５

表 １５　 高铁网络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计量结果分解

变量

度中心性 加权度中心性

（１） （２） （３） （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直接效应

ＤＩＤ×ＤＣ １．０７４∗∗∗

（０．０６０）
１．０６８∗∗∗

（０．０５２）

ＤＩＤ×ＷＤＣ ０．５１１∗∗∗

（０．０３４）
０．５１５∗∗∗

（０．０２９）

ｐｇｄｐ －０．３５５∗∗∗

（０．０２２）
－０．２５１∗∗∗

（０．０１９）
－０．３５４∗∗∗

（０．０２３）
－０．２５１∗∗∗

（０．０１９）

ｐｏｐ ０．１８６∗∗∗

（０．０５２）
０．３１８∗∗∗

（０．０４５）
０．１２８∗∗

（０．０５３）
０．２６０∗∗∗

（０．０４５）

ｆｄｉ －１．２０３∗∗∗

（０．２４１）
－０．８５３∗∗∗

（０．２０７）
－１．４５５∗∗∗

（０．２４４）
－１．０９５∗∗∗

（０．２０９）

ｉｓ ０．１０５∗∗∗

（０．０３４）
０．０７２∗∗

（０．０２９）
０．１２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８７∗∗∗

（０．０３０）

ｇｏｖ －２．６９４∗∗∗

（０．１２１）
－１．８８７∗∗∗

（０．１０４）
－２．６９９∗∗∗

（０．１２２）
－１．８９５∗∗∗

（０．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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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度中心性 加权度中心性

（１） （２） （３） （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间接效应

ＤＩＤ×ＤＣ ４．１１４∗∗∗

（０．５３５）
２．４２５∗∗∗

（０．３８４）

ＤＩＤ×ＷＤＣ ３．１１３∗∗∗

（０．３７６）
１．９６３∗∗∗

（０．２７５）

ｐｇｄｐ －０．８２１∗∗∗

（０．２９５）
－０．７７４∗∗∗

（０．２５１）
－０．６６３∗∗

（０．２９２）
－０．６８３∗∗∗

（０．２５２）

ｐｏｐ １．０２５∗∗

（０．４２４）
１．０３２∗∗∗

（０．３６２）
０．９５２∗∗
（０．４２９）

０．９６１∗∗∗

（０．３６６）

ｆｄｉ －０．５２４
（２．４８）

－０．７８４
（２．１１６）

－６．３０５∗∗∗

（２．３９８）
－４．８９９∗∗

（２．０５２）

ｉｓ ０．１１１
（０．４３１）

－０．１１６
（０．３６８）

０．９６３∗∗

（０．４３７）
０．４９２

（０．３６８）

ｇｏｖ －７．１２２∗∗∗

（１．５５０）
－４．６２２∗∗∗

（１．２７７）
－３．９９６∗∗∗

（１．５４４）
－２．３５４∗

（１．３０５）

总效应

ＤＩＤ×ＤＣ ５．１８８∗∗∗

（０．５２３）
３．４９３∗∗∗

（０．３７１）

ＤＩＤ×ＷＤＣ ３．６２４∗∗∗

（０．３６９）
２．４７８∗∗∗

（０．２６８）

ｐｇｄｐ －１．１７６∗∗∗

（０．２９２）
－１．０２５∗∗∗

（０．２４９）
－１．０１７∗∗∗

（０．２８８）
－０．９３５∗∗∗

（０．２４９）

ｐｏｐ １．２１１∗∗∗

（０．４１４）
１．３５０∗∗∗

（０．３５３）
１．０８０∗∗∗

（０．４１８）
１．２２１∗∗∗

（０．３５７）

ｆｄｉ －１．７２６
（２．４３０）

－１．６３７
（２．０７３）

－７．７６０∗∗∗

（２．３４６）
－５．９９３∗∗∗

（２．００７）

ｉｓ ０．２１６
（０．４２２）

－０．０４４
（０．３５９）

１．０８６∗∗

（０．４２７）
０．５７９

（０．３５９）

ｇｏｖ －９．８１６∗∗∗

（１．５１８）
－６．５０９∗∗∗

（１．２５０）
－６．６９４∗∗∗

（１．５１２）
－４．２４９∗∗∗

（１．２７８）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构建了高铁开通及网络对城市绿色技术

创新在“量”和“质”两个维度上的理论框架，并利

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９ 年 ２８０ 个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结
合双重差分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和空间计量模

型实证检验了高铁开通及网络对城市绿色技术创

新“质量”和“数量”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
主要结论如下：第一，高铁开通有助于推动城市绿

色技术创新的“量质双升”，且高铁开通对于绿色

技术创新数量的驱动作用强于绿色技术创新质

量，这可能是由于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提升往往

具有更高的风险和更长的周期性。 第二，作用机

制方面，高铁开通可以通过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的“量质双升”。 第

三，异质性分析方面，高铁开通相对于外围城市对

中心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促进作用更

强，此外高铁开通更为促进人口规模较大城市、市
场化程度更高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而对资

源型城市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五大城市群中，高
铁开通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促进效应更为

明显。 第四，考虑高铁网络中的城市地位差异，高

铁网络中度中心性和加权度中心性更高的重要节

点城市对本地和邻地绿色创新技术的 “量” 和

“质”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促使本地城市和周边城

市形成相互促进的绿色创新网络。
基于以上结论，对于促进中国城市绿色技术

创新水平提升有以下启示：第一，加大高铁基础设

施建设，进一步优化布局“八纵八横”高铁网络。
目前，中国高铁线路分布不均，仍有一些中小城市

和偏远地区与高铁网络的连接相对较弱。 政府应

当加大高铁投资和建设，特别是重点关注连接内

陆城市，这将有助于改善城市之间的联系，缩短城

市之间的时空距离，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更多的

跨地区合作机会。 第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建设创新生态系统。 政府可在高铁沿线设立科技

园区、创新示范中心等，提供税收优惠、土地支持

和科研经费等激励，吸引高科技企业和研发机构

入驻，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形成产业生态

系统，推动产业内和产业间的集聚融合及知识溢

出效应，从而强化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

的促进作用。 第三，加强高铁沿线城市的分工协

调，警惕高铁开通带来的 “虹吸效应” 和 “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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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高铁网络中核心城市应加强区域间人才、知
识和技术交流，使高铁成为传播先进知识、信息技

术和环保理念的媒介，强化高铁在城市绿色创新

水平中的积极作用；非核心城市要积极完善交通

基础设施，着力找准自身城市定位和相对优势，制
定差异化的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战略，并利用中心

城市的扩散效应，主动承接高铁网络中核心城市

优质产业转移，提升自身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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